














































































































2016 年第 4 期 （总第 140 期） 东南传播
起，“意识形态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是哲学家的遗产，并已转
化为一种武器”，科学研究者往往试图将研究与之划清界限，
相反却进入了“曼海姆悖论”（Mannheim’s Paradox）。“我们
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对待恐惧，萧伯纳说“如果无法
消除内心恐惧的鬼胎，就直面它”，意识形态也是一样，采用
回避的策略常常会“意外”发现最后的研究理论成了“别人
（意识形态）的嫁衣裳”。
格尔兹认为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三种对付“社会学和对理
性的质疑”策略，即将传播看作是行为科学（阐明规律）、正规
科学（阐明结构）或文化科学（阐明意义）。但在这其中，只有
第三种——文化研究没有规避“曼海姆悖论”，它通过解读文
本的隐喻来讨论人类行动，而人类创造的多重现实（文化）已
远远不能被单一的符号形式所穷尽，因此要进一步理解文化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应跳出固有的牢笼，采取跨学科视野，也
要将传播与技术、社会结构的生动意义联系在一起，前者对
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效果传统使整个研究领域退化为一种“按
图索骥”的纯学院主义的东西提出了质疑和抗议，“这种状况
最明显的迹象是长期以来研究只限于方法而牺牲了实质，似
乎方法上正确就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显然，这是一种本末倒
置的归因错误；作者对后者的论述主要放在本册论文集的第
二大部分：技术与文化——由古至今论述了以麦克卢汉为代
表的部分西方人对技术革命单纯崇拜的幼稚性。虽然技术的
发展与宗教的关系并未如最初那么紧密，但他们预言式的思
想也为正在经历的电子革命披上了一层宗教式的神秘外衣，
麦克卢汉曾认为电视具有“神力”——“创造了普天下相互理
解与团结的圣灵降临节般（Pentecostal）的环境”。作者在文
中指出，其实在美国，“技术 =新生”的想法可谓“历史悠久，
族系庞大”，从开始的“园中机器”主题到启蒙运动中哲学家
对“物质进步转化为道德进化与社会幸福”的幻想，赋予技术
形而上学的特性，再到后来的技术至上论，美国人对技术孜
孜不倦的热衷与追求可见一斑。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机器、电
力等技术力量真的可以清洗掉一切人类冲突，带来人类社会
的和谐与文明吗？作者以罗斯福新政中的两个管理局——“田
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为例对此提出了严
重质疑，被称作“代表了一个新美国的未来形象”的田纳西流
域管理局虽然一时间赢得了无数倾慕与模仿，但是事实证明
这也“只不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遗迹”罢了，它对在地环境的
破坏，劳动工时的压榨和官僚化的利益维护使美国卷入了政治
灾难，也给一味效仿的欧洲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生态灾难。然而，
每当技术创造的激进未来受挫，就呼唤另一个新的未来，以弥补
前一个预言的流产，似乎，“未来”已成为了政治家们绝对安全的
“窟”，是解决当下一切问题的对策和安抚民心的绝佳托辞，“要
求公众相信，最先进的技术或社会计划将充分证明过去所有的
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且要对目前的纷乱保持忍耐”。
传播技术的发展的确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和最显
性的动因，但“技术决定论”却是“异化”（为物所役）的体现，每
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相应的对人提出了要求，并非像当下新
媒体衍生的各种社交软件宣称的那样“无门槛”。实质上，对技
术的运用不仅“有门槛”而且“门槛”很具有区分性。试图通过
技术革命“根除愚昧、偏见和地方主义”，首先要致力于保证大
众对技术的使用能力，否则只能是知识“鸿沟”的不断加大，原
有的社会问题也会愈演愈烈，例如作者在文中第 152页提到
的知识垄断，不但没有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梦成为现实，反
而拉大了社会阶级间的距离。除此之外，每一次技术的进步，
背后都暗含着统治者一定的控制目的，凯瑞在第八章中也以
电报为个案论述了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
由此作者对电子（技术）带来的未来民主观也抱有一定
的怀疑态度，由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并未像今天
这样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作者主要以报纸、电报、无线
电和电视为例，对公众的民主参与可能性进行了论证，结果
发现“新信息系统特有的设计上的‘复杂性’，使公众的介入
仅仅成为一种仪式，或者通过新科学精英的过度参与，使得
统治合法化”，无疑，未来这种号称民主的政体，只不过是将
知识转化为一种权利，并通过对之垄断来达到精英阶级主张
下的民主。因此，“未来”除激励作用外，还被用做了一个经过
精心打造的预言，和一种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下的不幸
中转移出来的参与仪式，“无论出自左派或右派之口，也无论
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工业主义的面目出现，未来，都只不过
是一个用来逃避的装置”而并未做到将其指示意义与周遭现
实相结合来解决实际问题。
在技术观上，凯瑞对英尼斯的思想颇为赞同，认为他“富
有洞见的分析是长期的学术传统和刨根问底的研究结果”。
与麦克卢汉对技术的乐观主义期待和大胆断言不同，在英尼
斯看来，工业主义即现代技术的空间或时间“偏向”对时间和
空间、历史和地理都会造成破坏并带来心理上的躁动和焦
虑。受芝加哥学派“把传播视为文化在一定时间得以存在、维
系并积淀为各种机制的整个过程”的影响，英尼斯感到只有
刻意减少技术的痕迹，通过艺术、伦理、政治领域的教化，才
能使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免于消亡。他反对形式主义，强调对
话的传播思想以及跨学科的传播学研究方法都对凯瑞及后
来的研究者具有启迪意义。
四、理解凯瑞对当下传播学研究的观照
作为人间伊甸园象征的“第八日”出现在每一次对旧技
术造成的残酷现实濒临绝望，而又对新技术“救世主”出现满
怀期待的时刻。但不对旧技术惨败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及分
析，新技术的出现也不会令社会现实彻底改观，实现“灰姑
娘”的“华丽变身”。纵观人类社会，究其原因，对技术的狂热
首当其冲。统治者为了将控制深入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不
遗余力地改造着信息传递的载体——传播技术，并以未来的
幌子将单一的对传播技术的崇拜悄无声息的注入到公众的
脑海里，无形中，有意的把传播从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孤立了
出来。因而，那些与此“志同道合”的结构主义研究更能得到
政府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资助，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文化研究的“非主流化”和边缘化。如果把社会
比作开车，经验学派的研究就如同如何使速度提升，以满足
驾驶者的快感，而文化研究注重的则是何时减慢，其关注的
是“毫无刺激感的”平淡的，却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对于像
即使在婴儿出生敬辞中提到死亡令“主人”不悦也要陈述事
实的文化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伟大而可敬的，试想，不
揪出病因，何谈康复？
杜威认为“在所有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看似异想
天开，但哲学意味丰富。“第八日”倘若出现，那么，之后会回归
到原点，应验尼采的“永劫回归”，一切以新技术之名“卷土重
来”，还是“洗心革面”，理性地迎接下一束“阳光”？这在很大程
度取决于人们，特别是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的定义。理解凯瑞，
以综合、辩证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学者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
无疑可以从源头上，使得传播学研究的路径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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